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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消费活力空间格局演化及驱动因素研究

———以合肥市主城区为例

鲁　 珊ꎬ余　 瑞ꎬ郑志元

(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ꎬ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６０１)

[摘要] 　 以合肥市主城区为例ꎬ利用 ＰＯＩ 数据ꎬ结合核密度分析、平均最邻近指数、标准差椭圆ꎬ分析 ２０１２—
２０２０ 年城市消费活力空间的演化进程ꎬ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探究影响城市消费活力的驱动因素. 结果表明:(１)消
费活力空间格局由初始的“单核心扩散”演变为“多核心连面”ꎬ在空间形态上逐渐由点轴向块状空间形态演化.
(２)在空间演化方向上ꎬ消费活力空间主要呈现“东北—西南”方向的发展趋势ꎬ南北向发展趋势较弱. (３)在空

间演化速率上ꎬ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年城市消费活力空间的集聚程度增加ꎬ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呈现减缓态势. (４)交通服务能

力和公共服务水平对城市消费活力有较强的影响力ꎬ同时各驱动因素存在双因子增强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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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活力作为衡量城市发展的重要指标[１－２]可以检验城市发展质量ꎬ而消费活力是城市活力的重要

组成部分ꎬ开展对城市消费活力的研究可以认知现阶段城市经济发展水平ꎬ同时深层次挖掘城市发展所需

的消费活力和市场潜力ꎬ为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和分配资源要素提供新视角. 目前关于消费活力已有大量

研究ꎬ主要归为以下 ２ 类:第 １ 类ꎬ主要从城市经济活力、社会活力、文化活力等多维角度进行综合测评ꎬ并
建立相应指标体系来测度城市发展活力[３－４]ꎬ探究城市社会经济与物质环境的交互作用ꎻ第 ２ 类ꎬ聚焦城

市消费活力本身ꎬ主要关注城市消费活力空间布局及影响因素. 唐璐等[５]基于 ＯｐｅｎＳｔｒｅｅｔＭａｐ、百度地图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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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点(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ꎬＰＯＩ)、微信宜出行、美团、高德建筑物轮廓等多源地理大数据探究城市街区综合活

力ꎬ发现南京市中心城区街区活力整体发展不平衡ꎬ活力较高区域分布在市中心区域ꎬ其他地区很难保持

良好的活力状态. 明雨佳等[６]基于 ＰＯＩ 数据集、百度热力图、街景图片等多源数据探究出重庆市主城区的

城市活力空间分布特征与平原城市的“圈层”结构存在较大差异性. 舒天衡等[７]利用 ＰＯＩ 数据分析出成都

市消费活力的空间异质性ꎬ并从宏观经济条件、交通服务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 ３ 个类别去选取驱动因素进

行探测. 严朝霞等[８]基于 ＰＯＩ 数据研究道路对消费活力的影响ꎬ发现道路节点密度与消费活力呈现正相

关关系ꎬ道路网建设对消费活力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徐杨菲[９] 基于 ＰＯＩ 数据和 ＧＩＳ 空间分析方法探究影

响城市消费活力和区位价值的因素ꎬ发现人口分布与交通可达性共同影响城市消费活力ꎬ同时城市消费活

力会对商业用地的区位价值产生影响. 徐勇等[１０]基于多源数据描述了武汉和郑州城市消费活力的空间异

质性ꎬ并测度出武汉和郑州城市消费活力主要驱动因素为人口密度和夜间灯光.
本文以合肥市主城区作为研究对象ꎬ利用 Ｐｙｔｈｏｎ 工具ꎬ爬取精度高、数量大、覆盖广的 ＰＯＩ 数据ꎬ从宏

观视角将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作为 ３ 个时间窗口ꎬ探究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长时间序列下消费活力空间演化格

局及驱动因素ꎬ以期为区域资源要素分配和城市规划管理实践提供参考.

１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主要分为 ３ 大类:第 １ 类ꎬＰＯＩ 数据. 利用 Ｐｙｔｈｏｎ 工具获取 ＰＯＩ 数据ꎬ将获取的原始数据

进行合并、清洗、重分类ꎬ筛选出所需的有效数据ꎬ２０１２ 年 １８ ２４６ 条、２０１６ 年 １１４ ２２２ 条、２０２０ 年 １２９ ４８６
条ꎬ这些信息主要包括店铺所属类别、基本地理位置及顾客消费信息. 将得到的店铺地理坐标信息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８ 软件进行空间地理信息配准ꎬ并将其转换为 ＷＧＳ １９８４ 坐标系进行空间分析与处理. 第 ２ 类ꎬ
地图类数据. 其中ꎬ数据分析底图为合肥市主城区行政边界图ꎬ该数据来自地理空间数据云. 将研究区域

划分为 １ ｋｍ×１ ｋｍ 的网格单元ꎬ共计 ２ ３７１ 个ꎬ每个网格都通过空间叠加分析赋予数值ꎬ进而实现后续的

空间分析与因子探测. 第 ３ 类ꎬ社会经济数据. 研究区域人口和 ＧＤＰ 空间分布公里网格数据均来自资源环

境科学与数据中心. 道路矢量图数据来自 ＯＳＭ(ＯｐｅｎＳｔｒｅｅｔＭａｐ)网站ꎬ将下载后的路网数据与实际地图比

对ꎬ剔除异常道路数据ꎬ最终得到道路矢量图.
１.２　 研究方法

地理探测器是依据地理信息的空间叠层和空间集合ꎬ通过不同因子的影响力度量来揭示多因子驱动

分异背后的综合交互作用特征的一组统计方法[１１－１２] . 具体公式如下:

ｑ＝ １－
∑

Ｌ

ｈ ＝ １
Ｎｈσ２

ｈ

Ｎσ２ ꎬ

式中:ｈ＝ １ꎬ２ꎬ􀆺ꎬＬꎬ为因变量 Ｙ 或因子 Ｘ 的分层ꎻＮｈ 和 Ｎ 分别是层 ｈ 和全区的单元数ꎻσ２
ｈ 和 σ２ 分别是层

ｈ 和全区 Ｙ 值的方差. ｑ 值域为[０ꎬ１]ꎬ值越小说明因子 Ｘ 对因变量 Ｙ 的解释力越小. ｑ＝ １ 时ꎬ因子 Ｘ 决定

了因变量 Ｙ 的空间分布ꎻｑ＝ ０ 时ꎬ因子 Ｘ 完全不影响因变量 Ｙ.

２　 城市消费活力空间演化格局

２.１　 空间演化特征分析

将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３ 个时间窗口的衡量城市消费活力的 ５ 类 ＰＯＩ 数据导入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８ 平台中进

行分析. 对比不同年份城市消费活力空间分布图(图 １－３)ꎬ可以发现:①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城市消费活力空间

逐渐由“单核心扩散”演变为“多核心连面”的空间格局. ②在空间分布上ꎬ２０１２ 年城市消费活力空间聚集

中心主要在合肥市主城区二环线以内ꎬ呈现明显的“单核心扩散”的空间格局. 该地带商业发展较早ꎬ建设

完善. 该时期城市消费活力空间主要围绕着合肥老城区ꎬ并以合肥老城区为中心向四周逐渐减弱. ２０１６ 年

城市消费活力空间开始跳出二环线ꎬ城市政务新区、天鹅湖附近区域开始出现多个城市消费活力中心ꎬ初
具多点集聚的发展特征. ２０２０ 年城市消费活力空间演化为“多核心连面”的格局ꎬ形成了以老城区为代表

的城市消费活力主核心区域ꎬ政务新区、滨湖新区、火车站附近、大学城附近等区域串联为次一级核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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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③在空间形态上ꎬ城市消费活力空间初始时期主要呈现点轴空间形态ꎬ主要分布在二环线以内ꎬ并以

长江中路为轴形成横向的空间集聚形态. 随着时间发展ꎬ逐渐由点轴形态演化为块状空间形态ꎬ分散的块

图 １　 ２０１２ 年城市消费活力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１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ｖｉｔａｌｉｔｙ ｉｎ ２０１２

图 ２　 ２０１６ 年城市消费活力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ｖｉｔａｌｉｔｙ ｉｎ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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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消费活力空间由于交通联系逐渐联合成面. ④在扩散趋势上ꎬ城市消费活力点主要依附商业综合体、轨
道交通站点、行政中心、文化中心、街道社区等集聚并逐渐向外扩散.

图 ３　 ２０２０ 年城市消费活力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ｖｉｔａｌｉｔｙ ｉｎ ２０２０

２.２　 空间演化方向分析

运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８ 软件生成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３ 个时期的标准差椭圆(图 ４)ꎬ将标准差椭圆面积、转
角 θ、扁率等参数进行对比分析(表 １)来探究 ３ 个时间节点合肥市主城区城市消费活力空间的集聚程度与

演化方向.

图 ４　 不同时期城市消费活力空间标准差椭圆

Ｆｉｇ􀆰 ４　 Ｅｌｌｉｐｓｅ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ｖｉｔ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ｓ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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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标准差椭圆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ｌｌｉｐｔｉｃ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参数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２０ 年

转角 θ / ° ７４.０５８ ５８.６０１ ６５.０５３
面积 / ｋｍ２ １９４.２０７ １８６.３３１ ２３１.１７８
长轴 / ｋｍ ８.８２７ ８.８２９ ９.５４０
短轴 / ｋｍ ７.００３ ６.７１８ ７.７１４
扁率 ０.２０７ ０.２３９ ０.１９１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年标准差椭圆面积缩小ꎬ但变化幅

度不大.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标准差椭圆面积增加ꎬ变化较

为明显ꎬ这表明城市消费活力空间的覆盖范围正在逐

年扩大. 从转角和扁率来看ꎬ合肥市主城区消费活力

空间主要呈现“东北—西南”方向的发展趋势ꎬ南北

向的发展趋势较弱ꎬ主要因为在该时间段合肥市片区

公共中心高度集聚在城市二环路附近ꎬ并具有向城市

西、南方向拓展延伸趋势.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年标准差椭圆扁率逐年增大ꎬ这表明该时段城市消费活力空间“东
北—西南”方向的发展趋势较为明显ꎬ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扁率逐渐缩小ꎬ城市消费活力空间发展方向的趋势性

减弱ꎬ这与合肥市长期的城市规划建设引导密切相关ꎬ城市片区公共中心主要集聚在城市二环路附近ꎬ并
主要向西、南、西南方向延伸. 研究结果对推动城市消费活力空间均衡发展、城市资源合理分配有重要

意义.
２.３　 空间集聚速率分析

表 ２　 不同时期城市消费活力空间最邻近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Ｎｅａｒｅｓｔ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ｖｉｔａｌｉｔｙ
ｓｐａｃ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ｓ

年份 Ｐ 值 Ｚ 值 Ｒ 值

２０１２ ０.０００ －２０２.５４９ ０.２１６
２０１６ ０.０００ －５１８.０８９ ０.１９８
２０２０ ０.０００ －５３０.０３９ ０.２３０

　 注:Ｐ 值小于 ０.０１ 表示结果显著ꎻＲ 值小于 １ 表示研究对象集聚.

　 　 运用平均最邻近指数对合肥城市消费活力空间

的集聚性进行分析ꎬ计算结果如表 ２ 所示. ２０１２—
２０２０ 年 Ｐ 值均小于 ０.０１ꎬ且 Ｒ 值远小于 １ꎬ表明城市

消费活力空间的分布呈现集聚状态. 最邻近距离 Ｚ
值由 ２０１２ 年的－２０２.５４９ 减少到 ２０２０ 年的－５３０.０３９ꎬ
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ꎬ城市消费活力空间的集聚性愈

发凸显. 最邻近指数 Ｒ 值由 ２０１２ 年的 ０.２１６ 减少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０.１９８ꎬ表明该时段城市消费活力空间的集聚程度加强ꎻ２０２０ 年 Ｒ 值增长至 ０.２３０ꎬ说明城市消费

活力空间的集聚程度在逐渐减缓.

３　 城市消费活力空间演化的驱动因素

３.１　 指标选取

参考相关研究[７ꎬ９ꎬ１３－１５]ꎬ分 ２ 步去总结归纳合肥市消费活力空间的驱动因素:(１)表征城市消费

活力空间载体的布局特征. 选用人口密度和 ＧＤＰ 密度来度量城市消费空间中消费机会和消费额两大典型

特征ꎻ(２)衡量城市消费空间物质支撑条件. 从交通服务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的角度选取指标ꎬ选用道路

路网密度和交通服务设施密度表征交通服务能力ꎬ选用科教文化设施密度、医疗卫生服务设施密度和休闲

游憩设施密度表征公共服务水平. 将选取的指标数据(表 ３)导入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８ 中进行因子重分类ꎬ采用自

然断点法进行离散ꎬ并结合地理探测器软件对离散的数据进行计算ꎬ得到各因子对城市消费活力的解释力

ｑ 值. 借助地理探测器模型可以有效地揭示不同因素对合肥城市消费活力空间的影响程度[１６－１９] .
表 ３　 城市消费活力空间格局驱动因素指标体系

Ｔａｂｌｅ 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ｖｉｔａｌｉｔｙ

主要类别 指标选取 数据来源

宏观规划条件
人口密度

ＧＤＰ 密度
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

交通服务能力
道路路网密度

交通服务设施密度

ＯＳＭ(ＯｐｅｎＳｔｒｅｅｔＭａｐ)网站

交通服务 ＰＯＩ 数据

公共服务水平

科教文化设施密度

医疗卫生服务设施密度

　
　

休闲游憩设施密度
　
　

科教文化 ＰＯＩ 数据

医疗卫生 ＰＯＩ 数据

公园广场 ＰＯＩ 数据

风景名胜 ＰＯＩ 数据

３.２　 驱动因子探测结果

将城市消费活力密度值作为因变量ꎬ表 ３ 中 ７ 项指标作为自变量ꎬ运用地理探测器分别对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 年各因子的解释力进行计算ꎬ来探究城市消费活力空间的驱动因素. 研究结果如表 ４ 所示.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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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宏观规划条件. 将不同年份人口密度与 ＧＤＰ 密度对城市消费活力空间格局的影响程度进行排

序. ２０１２ 年人口密度(０.２６３)大于 ＧＤＰ 密度(０.１８５)ꎬＧＤＰ 密度对城市消费活力的作用程度最低. ２０１６ 年

人口密度(０.１５１)小于 ＧＤＰ 密度(０.１６９)ꎬ人口密度与 ＧＤＰ 密度对城市消费活力的影响程度开始下降.
２０２０ 年人口密度(０.１０１)小于 ＧＤＰ 密度(０.１７０)ꎬ人口密度对城市消费活力的影响程度进一步减弱ꎬＧＤＰ
密度的影响程度有所上升. 人口密度反映了潜在的消费者的数量ꎬＧＤＰ 密度反映了潜在的购买力ꎬ这 ２ 项

指标可以用来描述城市的消费活力ꎬ但在相同年份不同影响因素的横向比较中ꎬ人口密度与 ＧＤＰ 密度所

表征的宏观规划条件对城市消费活力的影响相对其他影响因素较弱. 研究表明并非 ＧＤＰ 密度越高的地区

城市消费活力就越高ꎬ这说明城市消费活力一定程度上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ꎬ合肥市的经济发展水

平并不是影响城市消费活力的关键因素.
(２)交通服务能力. 依据各因子解释力ꎬ２０１２ 年道路路网密度(０.３１３)小于交通服务设施密度(０.４４８) .

２０１６ 年道路路网密度(０.２００)小于交通服务设施密度(０.２４３)ꎬ相较于 ２０１２ 年ꎬ道路路网密度与交通服务

设施密度对城市消费活力的影响程度均有所下降. ２０２０ 年道路路网密度(０.２２８)大于交通服务设施密度

(０.２０１)ꎬ与 ２０１６ 年相比ꎬ道路路网密度对城市消费活力的影响程度有所提升ꎬ交通服务设施密度对城市

消费活力的影响程度持续下降. 将同一年份不同影响因素对城市消费活力的解释力进行横向对比发现ꎬ
道路路网密度和交通服务设施密度所表征的交通服务能力对城市消费活力的影响程度较强. ２０１０ 年以来

合肥市“二环九射”加方格的路网格局基本形成ꎬ随着时间的推移ꎬ路网格局日益完善ꎬ研究区域路网密度

变化相对较小ꎬ路网密度对城市消费活力的影响程度逐步减小. 但交通条件与城市消费区域的可达性密

切相关ꎬ交通服务能力对城市消费活力依然有重要影响作用.
(３)公共服务水平.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各驱动因素对城市消费活力的影响较强. ２０１２

年医疗卫生服务设施密度(０.６３２)对城市消费活力的影响程度最强. ２０１６ 年医疗卫生服务设施密度、科教

文化设施密度和休闲游憩设施密度对城市消费活力的影响程度相较于 ２０１２ 年均有所降低ꎬ２０１６ 年休闲

游憩设施密度(０.０９０)对城市消费活力的影响程度最低. ２０２０ 年科教文化设施密度对城市消费活力的影

响程度相较于 ２０１６ 年有所提升ꎬ但医疗卫生服务设施密度与休闲游憩设施密度对城市消费活力的影响程

度进一步降低. 将同一年份的不同影响因素的解释力进行横向比较ꎬ２０１２ 年与 ２０１６ 年医疗卫生服务设施

密度对城市消费活力的影响程度最强ꎬ这与合肥市长期的规划与引导密切相关. 在«合肥市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医疗机构设置规划»的引导下ꎬ合肥市医疗卫生资源进行了科学合理配置ꎬ医疗卫生建设更加完善.
２０２０ 年科教文化设施密度对城市消费活力的影响程度最强. 合肥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始终坚持科技文化创

新ꎬ为科教文化建设提供了完善的政策扶持. 研究表明ꎬ公共服务水平对城市消费活力有较强的影响力ꎬ
应在城市规划建设中将大型公共服务设施相对分散布局ꎬ增强城市全局消费活力ꎬ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表 ４　 不同时期城市消费活力空间格局影响因子解释力 ｑ 值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ｐｏｗｅｒ ｑ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ｖｉｔ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ｓ

年份

ｑ 值

人口密度 ＧＤＰ 密度
道路路网

密度
交通服务设施

密度
科教文化设施

密度
医疗卫生服务

设施密度
休闲游憩设施

密度

２０１２ ０.２６３∗∗ ０.１８５∗∗ ０.３１３∗∗ ０.４４８∗∗ ０.５２２∗∗ ０.６３２∗∗ ０.２１５∗∗

２０１６ ０.１５１∗∗ ０.１６９∗∗ ０.２００∗∗ ０.２４３∗∗ ０.２４０∗∗ ０.２７１∗∗ ０.０９０∗∗

２０２０ ０.１０１∗∗ ０.１７０∗∗ ０.２２８∗∗ ０.２０１∗∗ ０.２５２∗∗ ０.０７０∗∗ ０.０８８∗∗

　 　 注:∗∗表示通过 ０.０５ 的显著性检验.

３.３　 驱动因子交互作用探测结果

对影响合肥城市消费活力空间的驱动因子进行交互作用探测ꎬ结果如表 ５ 所示ꎬ各驱动因子之间交互

作用结果均为双因子增强[２０]ꎬ表明不同因素交互作用时产生的影响力均大于单一因素作用时的影响

力. 宏观规划条件、交通服务能力、公共服务水平对城市消费活力的驱动作用并不是彼此独立存在的ꎬ而
是彼此协同、相互增强.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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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驱动因子交互作用探测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５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交互因子
ｑ 值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２０ 年

人口密度∩ＧＤＰ 密度 ０.３５５ ０.２３９ ０.２０２

人口密度∩道路路网密度 ０.４２３ ０.２９８ ０.２６９

人口密度∩交通服务设施密度 ０.５０８ ０.２８７ ０.２２９

人口密度∩科教文化设施密度 ０.５６６ ０.２８０ ０.２７５

人口密度∩医疗卫生服务设施密度 ０.６５８ ０.３１０ ０.１２４

人口密度∩休闲游憩设施密度 ０.３８６ ０.２０２ ０.１５５

ＧＤＰ 密度∩道路路网密度 ０.３４０ ０.３０２ ０.２８７

ＧＤＰ 密度∩交通服务设施密度 ０.４７４ ０.３０６ ０.２６３

ＧＤＰ 密度∩科教文化设施密度 ０.５４４ ０.３１７ ０.２９７

ＧＤＰ 密度∩医疗卫生服务设施密度 ０.６４０ ０.３３３ ０.１９６

ＧＤＰ 密度∩休闲游憩设施密度 ０.３２４ ０.２２９ ０.２３４

道路路网密度∩交通服务设施密度 ０.５０４ ０.３１９ ０.２８６

道路路网密度∩科教文化设施密度 ０.５４１ ０.３４４ ０.３２４

道路路网密度∩医疗卫生服务设施密度 ０.６６３ ０.３５５ ０.２５０

道路路网密度∩休闲游憩设施密度 ０.３９２ ０.２４９ ０.２７２

交通服务设施密度∩科教文化设施密度 ０.５７１ ０.２９９ ０.２８９

交通服务设施密度∩医疗卫生服务设施密度 ０.６８１ ０.３０９ ０.２１４

交通服务设施密度∩休闲游憩设施密度 ０.４９５ ０.２７５ ０.２２２

科教文化设施密度∩医疗卫生服务设施密度 ０.６５５ ０.３１３ ０.２５４

科教文化设施密度∩休闲游憩设施密度 ０.５５３ ０.２６９ ０.２８３

医疗卫生服务设施密度∩休闲游憩设施密度 ０.６５５ ０.２８８ ０.１３１

４　 结论

本文基于合肥市人口密度、ＧＤＰ 密度、ＰＯＩ 等数据ꎬ在分析城市消费活力空间格局的同时ꎬ探究不同

驱动因子对城市消费活力的影响机制ꎬ主要结论如下:(１)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合肥市消费活力空间格局由初始

的“单核心扩散”演变为“多核心连面” . 在形态演变上ꎬ初始时期主要呈现点轴空间形态ꎬ随着时间发展逐

渐演化为块状空间形态ꎬ分散的块状消费活力空间由于交通联系逐渐联合成面. (２)在空间演化方向上ꎬ
合肥市主城区消费活力空间主要呈现“东北—西南”方向的发展趋势ꎬ南北向的发展趋势较弱.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６ 年城市消费活力空间“东北—西南”方向的发展趋势较为明显ꎬ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城市消费活力空间发

展方向的趋势性减弱ꎬ城市消费活力空间向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 (３)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合肥城市消费活力空

间的分布呈现集聚状态ꎬ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集聚性愈发凸显.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年城市消费活力空间的集聚速

率逐年增长ꎬ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集聚速率在逐渐减缓. (４)不同驱动因素对城市消费活力的影响程度各有差

异ꎬ交通服务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对消费活力空间有较强的影响力. (５)交通服务与大型公共服务设施交

互作用后产生的影响力较为显著ꎬ在进行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布局时应当加强周边路网密度与交通服务设

施建设ꎬ增强大型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ꎬ推动城市消费活力的进一步提高.

[参考文献]

[１] 　 ＺＥＮＧ ＣꎬＳＯＮＧ ＹꎬＨＥ Ｑꎬｅｔ 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ｙ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ｎ ｕｒｂａｎ ｖｉｔａｌｉｔｙ: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ａｎｄ Ｗｕｈａｎ[ Ｊ]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２０１８ꎬ４０:２９６－３０６.

[２] ＬＩＵ ＳꎬＺＨＡＮＧ ＬꎬＬＯＮＧ Ｙ. Ｕｒｂａｎ ｖｉｔａｌｉｔｙ ａｒｅａ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ｆｕｓｉｏｎ[Ｊ]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ꎬ２０１９:１１(１５):４０３２.

[３] 王娜ꎬ吴健生ꎬ李胜ꎬ等. 基于多源数据的城市活力空间特征及建成环境对其影响机制研究:以深圳市为例[ Ｊ] . 热带

—６４—

􀪉􀪉􀪉􀪉􀪉􀪉􀪉􀪉􀪉􀪉􀪉􀪉􀪉􀪉􀪉􀪉􀪉􀪉􀪉􀪉􀪉􀪉􀪉􀪉􀪉􀪉􀪉􀪉􀪉􀪉􀪉􀪉􀪉􀪉􀪉􀪉􀪉􀪉􀪉􀪉􀪉􀪉􀪉􀪉􀪉􀪉



鲁　 珊ꎬ等:城市消费活力空间格局演化及驱动因素研究———以合肥市主城区为例

地理ꎬ２０２１ꎬ４１(６):１２８０－１２９１.
[４] 徐子贤. 基于多源大数据的城市综合活力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Ｄ] . 武汉:武汉大学ꎬ２０２２.
[５] 唐璐ꎬ许捍卫ꎬ丁彦文. 融合多源地理大数据的城市街区综合活力评价[Ｊ] . 地球信息科学学报ꎬ２０２２ꎬ２４(８):１５７５－１５８８.
[６] 明雨佳ꎬ刘勇ꎬ周佳松. 基于大数据的山地城市活力评价:以重庆主城区为例[Ｊ] . 资源科学ꎬ２０２０ꎬ４２(４):７１０－７２２.
[７] 舒天衡ꎬ任一田ꎬ申立银ꎬ等. 大型城市消费活力的空间异质性及其驱动因素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Ｊ] . 城市发展研究ꎬ

２０２０ꎬ２７(１):１６－２１.
[８] 严朝霞ꎬ季民河ꎬ宋太新. 上海城市道路对消费活力的影响:基于 ＰＯＩ 密度与多样性分析[Ｊ] . 苏州科技大学学报(自

然科学版)ꎬ２０１７ꎬ３４(２):７３－８０.
[９] 徐杨菲. 城市空间中的消费活力与区位价值: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Ｄ] . 北京:清华大学ꎬ２０１７.
[１０] 徐勇ꎬ石昌浩ꎬ窦世卿ꎬ等. 特大城市消费活力空间格局及驱动因素对比研究[ Ｊ] . 无线电工程ꎬ２０２２ꎬ５２(１１):２０５４－

２０６１.　
[１１] 刘庆果ꎬ张煊赟ꎬ莫钧雄ꎬ等.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山东省土地城镇化时空演变及驱动因素[ Ｊ] . 资源开发与市场ꎬ２０２２ꎬ

３８(１０):１１６８－１１７４.
[１２] 牟凤云ꎬ李秋彦ꎬ马英ꎬ等.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重庆市城镇建设用地变化及驱动因素研究[ Ｊ] .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自

然科学版)ꎬ２０２１ꎬ４０(１１):７４－８１.
[１３] 王志伟. 大数据视角下合肥市中心城区商业中心空间特征及优化研究[Ｄ] .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ꎬ２０２１.
[１４] 敬峰瑞ꎬ孙虎ꎬ袁超. 成都市旅游资源吸引力空间结构特征[Ｊ] . 资源科学ꎬ２０１７ꎬ３９(２):３０３－３１３.
[１５] 李壮ꎬ季民ꎬ张镯漫.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合肥市热岛效应影响因素分析[Ｊ] . 测绘与空间地理信息ꎬ２０２２ꎬ４５(３):５６－５９.
[１６] 陈田田ꎬ黄强ꎬ王强.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喀斯特山区生态系统服务关系分异特征及驱动力解析:以贵州省为例[ Ｊ] . 生

态学报ꎬ２０２２ꎬ４２(１７):６９５９－６９７２.
[１７] 张文琦ꎬ王垚ꎬ曹月娥.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乌鲁木齐市居民宜居满意度影响机理[ Ｊ] . 湖北农业科学ꎬ２０２２ꎬ６１(１４):

２１１－２１８.
[１８] 田娟娟ꎬ张金锁.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中国碳排放时空分布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Ｊ] . 生态经济ꎬ２０２２ꎬ３８(７):１３－２０.
[１９] 李辉丹ꎬ史东梅ꎬ夏蕊ꎬ等.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重庆坡耕地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及驱动机制[ Ｊ] . 农业工程学报ꎬ２０２２ꎬ

３８(１２):２８０－２９０.
[２０] 冯小威ꎬ樊良新ꎬ王宝山ꎬ等. 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用水时空演变及驱动研究[ Ｊ] . 水资源与水工程

学报ꎬ２０２２ꎬ３３(４):９７－１０７.

[责任编辑:丁　 蓉]

—７４—

􀪉􀪉􀪉􀪉􀪉􀪉􀪉􀪉􀪉􀪉􀪉􀪉􀪉􀪉􀪉􀪉􀪉􀪉􀪉􀪉􀪉􀪉􀪉􀪉􀪉􀪉􀪉􀪉􀪉􀪉􀪉􀪉􀪉􀪉􀪉􀪉􀪉􀪉􀪉􀪉􀪉􀪉􀪉􀪉􀪉􀪉


